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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继工业革命之后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冲击已不可避免。利用 2006—2020 年

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整体上有利于居民就业，但这种影响效应的大小在中国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存

在明显异质性。当前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负向影响，主要是数字治理缺位和公共服务缺失所致。研究结论为

健全数字时代的居民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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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residents’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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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employment structure is inevitable. Using the data from 2006 to 2020，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s beneficial to residents’employment on the whole，but the size of this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heterogeneou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regions in China. The current negativ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job market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absence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servic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resident employment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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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
略选择，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
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
量［1］。发展数字经济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
要引擎［2］。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
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之

深前所未有。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12—
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从 11 万亿元增长
到超 45 万亿元，数字经济占 GDP的比重已经高达
39. 8%。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数字经济以其快
速的发展速度、广阔的辐射范围和深刻的影响程
度，推动了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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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民就业领域，直播带货、粉丝经济、灵活
就业、兼职创业等新的协同开放就业形态不断涌
现，众多的传统就业岗位也随着开始发生变化。
一方面，是灵活就业的市场基础和劳动者接受度
日益提高。如就业者利用业余时间跑网约车增加
运力和收入。又如在此次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
间，生鲜配送企业盒马生鲜通过和之前有业务合
作的企业合作，启动“共享用工”新模式，以解决阶
段性人手短缺问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对传统
行业的渗透愈加深入。得益于产业数字化和数字
产业化的飞速发展，大量劳动力开始直接从事和
数字经济相关工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 ( 2019 年) 》测算显示，
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达到 1. 91 亿
个，占全年总就业人数 24. 6%。

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态吸纳了很大一部分就
业，这种新兴的就业模式也因为与数字平台企业
的用工需求相匹配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普及，推
动了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一些劳动者可能无法
适应数字时代的就业形态变化而导致失业，一个
最明显的例子是网约车出现后对出租车行业的颠
覆式冲击和数字购物平台出现后对传统大卖场的
影响。此外，数字平台企业在发展初期一些忽视
劳动者保护的缺陷也广为诟病。但面对经济数字
化的大趋势，数字经济对就业带来的影响很可能
是系统性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发展范式
变化带来的自动化和创新将减少传统部门的就业
岗位，但同时会在横向创造更多的新部门，产生更
多的就业岗位。同时，拥抱新技术范式的行业或
企业可能会享受到更多的“红利”，而这种要素的
“虹吸效应”可能会引发整个社会新的财富分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我们需要从理论层
面深刻剖析数字经济对就业效应的扩散机制并作
出针对性调整。

而对于这一趋势性的变化，我国“十四五”规
划也提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和规范发展
新就业形态。因此，如何厘清日益普遍的数字经
济对居民就业的可能影响，找到与数字经济时代
居民就业特征相契合的雇佣关系、劳动者保护新

模式和共同富裕等顶层设计方案，从而推动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入发展，是本文拟解决的首要
问题。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数字经济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唐·泰普斯

科特( Don Tapscott) 在 1996 年出版的《数字经济:
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一书中首次提出，其
将数字经济界定为互联网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随
着研究的深入，Mesenbourg［3］认为，数字经济是由
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流程和电子商务 3 个
部分组成。OECD的数字经济测算框架显示，数字
经济主要包括数字促成产业、数字中介平台、电子
商务、数字内容、依赖数字中介平台的数字产业和
其他数字产业 6 个部分。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当前
全球对数字经济尚无统一的定义，但一个广泛的
共识是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技术而衍生出的经济
活动。这实际上回到了弗里曼、克拉克和苏特等的
新技术系统( New technology systems) 和多西的技术
形态( Technological styles) 、技术范式(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的理论范畴［4］。对于理论界来说，阐明
技术创新的发生和扩散机制，对新发展阶段的中国
来说意义重大。

在劳动经济学领域，技术发展范式改变对居
民就业影响效应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
域。Acemoglu 等［5］对 1990—2007 年美国机器人
与工作就业的数据研究后发现，在此期间，每千名
美国工人中增加 1 个机器人，将会导致就业人口比
下降 0. 2%，同时工资降低 0. 42%。这一发现和
Graetz等［6］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机器人的推广
应用减少了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时间。从行业大范
围来看，机器人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机器人对每
个行业的渗透率。一般来说，渗透率越高则对就
业的影响越大。但从企业和行业的角度来说，新
技术的出现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对于
企业和行业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值得一提的
是，Borland等［7］在对澳大利亚就业市场进行分析
后发现，引入基于计算机技术后，可用的工作总量
并没有减少，因此数字经济不会带来大面积的失
业问题。至于居民就业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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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城乡“数字鸿沟”的存
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影
响并非是动态均衡的［8］，但黄庆华等［9］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至于原因，主要是由于数字化进程的深入发展，

使得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渐减少并消失所致。
因此，归纳现有研究发现，围绕数字经济是否

有利于就业问题的判断，形成两派观点截然不同
的观点。其中一方认为，数字经济对就业具有正
面影响。这些正向效应体现在，数字经济提升了
居民非正规就业的概率，典型成果是陈贵富等［10］

的研究，通过构建生产和家庭部门的一般均衡模
型进行实证分析后，该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
展显著降低了劳动力不充分就业概率。也就是
说，凭借劳动时间和参与劳动方式的自由化，数字
经济有利于提升就业供给的配置效率，从而提升
居民就业水平。并且 Wasserman等［11］研究发现互
联网技术的出现，有助于缩小女性在就业市场的
弱势地位，从而增加女性的劳动就业机会和薪资
水平。更为宏观层面的研究显示，发展数字经济
还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如祝志勇等［12］利用
2013—2020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基础设
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后发现，虽然存在
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和城镇化水平等门槛效
应，但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助力农业增收和提高非
农收入来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另外一方围绕
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就业影响效应的研究却给出
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如王震［13］就指出，

当前政府部门记录和统计存在“漏出群体”，导致
部分就业人员游离在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系统
外，还导致“稳就业”措施在实施中面临政策可及
性差和治理能力欠缺等问题。这个研究指向了一
个问题，即由于数字治理的相对滞后，使得数字经
济发展步伐与劳动者就业保护出现了不协调不匹
配的情况。至于这种事实对劳动者的伤害，丁述
磊等［14］从非标准就业健康差异的角度展开了分
析，发现标准就业健康状况优于非标准就业。也
就是说，非标准就业人群的健康状况明显不及标
准就业。

不难看出，围绕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就业问
题的研究实际上基本遵循了这条主线，即数字经
济的发展究竟是否有利于居民就业。在进一步对
原因、影响因素和解决策略的探究中，赵新宇等［15］

认为，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
人力资本异质性，数字经济主要提升了能够熟练
使用互联网、高学历以及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
非正规就业的概率。这一研究和郭东杰等［16］的结
论基本相似，在对中国 2011—2019 年的省级面板
数据进行统计后发现，虽然数字经济有利于提升
就业水平，但数字经济只能提高高学历劳动力的
就业占比，不利于低学历劳动力就业。而至于数
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者保护的缺位问题，王延
川等［17］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就业者和数字平
台应增强自身权责意识、人社部门应健全就业者
社会保障制度、政府部门应构建多部门参与的数
字平台就业关系监管体系、司法部门应加强对就
业者权益的司法保护，此外还应探索建立就业者
维权公益组织，以加大数字平台就业者权益保障
的力度。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不少观点认为数字
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劳动者保护缺位的现象，但
戚聿东等［18］通过构建中国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进行研究后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优化劳动
结果，促使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进一步提升，也能
够促进就业环境改善，为高质量就业提供了新
契机。

梳理这些国内外研究不难发现，数字经济对
居民就业的影响明显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和结构
性，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蓬勃发展的大环境
面前，厘清数字经发展对居民就业的影响，分析其
作用机制、存在问题和解决策略，具有极强的理论
意义和现实价值。

从技术演进的视角来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
对居民就业的影响效应，离不开技术范式变化对
三次产业生产范式的变化和对劳动者就业冲击这
一基本的框架。从历史维度来看，人类历史上每
次技术范式的重大变化，都必然会给就业结构带
来一定冲击。新技术出现之后，新的机器和新的
业态，对传统就业群体的影响是必然的。如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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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装备蒸汽机的轮船出现后，大量内河运输的
帆船从业者不得不走向失业。而以内燃气驱动的
汽车的出现，又大大推动了马车退出历史舞台的
步伐。在数字时代，大量新技术的出现使得经济
业态涌现出一些全新的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开始
普及，“触网上云”变得日益普遍，大量低技能的劳
动者不可避免遭受影响。如就城市居民买菜而
言，数字外卖平台的出现，分流了一部分消费者，
这就使得菜市场和流动“摊贩”的生计不可避免受

到冲击，部分消费者更愿意接受手机 APP 下单从
而享受快捷透明的服务。但是，这种服务需求又
催生了外卖小哥、闪送、小区团购等全新的就业形
态。也就是说，在数字经济发展范式下，旧岗位在
不断消失的同时，新的工作岗位和全新的职业也
开始涌现，居民失业和新就业并存的状态，正在成
为数字时代就业市场的显著特征。

其理论基础和实践检验的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字经济影响居民就业的内在机制

在实体经济部门，数字技术出现之后，推动了
数字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以三新经济 ( 新产
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为代表的经济形态通过创新
的商业模式，对部分传统的经济形态带来了颠覆
性的冲击。如商业零售领域，数字经济的典型代
表互联网电商通过优化运力和仓储，大大提升了
对消费者需求的响应速度，从而挤占了传统卖场
的生存空间。而在制造业领域，借助于产业数字
化转型，产品从设计制造到批发零售和售后服务
的环节被高效压缩，“柔性制造”和定制化生产变
得日益普遍，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厂商和消费者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在过去依赖中间商
赚差价的从业者生存空间被无情压缩。在交通服
务领域，一个典型案例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出租
车行业。数字出行平台通过算法设计，把出租车
和用车者在一定的时空交集中进行高效和精准的
供需撮合，推动了整个行业供需平衡曲线的上移，
而透明的价格和便捷优质的服务，也必然带来消

费者的“用脚投票”，对于不愿接受这种出行方式
变革的服务提供者来说，在消费者分流的大趋势
下，固守传统的服务方式，势必会给自己的就业带
来冲击。

综合来看，数字经济在三次产业中的发展实
践显示，这样的变革不胜枚举。考虑到新业态出
现之后对传统发展范式的冲击，有一种观点认为
数字经济出现之后，会降低居民就业程度。这种
观点的拥趸者之逻辑无非有两个支撑。一是认为
数字技术出现之后，大量的人工智能技术出现会
挤占就业者的生存空间，低技能劳动者，可能会面
临失业的风险。二是数字经济所带来的要素“虹
吸效应”，以及“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能会加大贫
富差距。但实际上，人工智能背后，其实是成千上
万次海量的试验。如当前比较火热的人工智能识
别软件，其算法的核心就是大量重复性的机器识
别动作，以此来提高机器识别的精准度，这本身就
在创造一些新的岗位。如人工智能操作员，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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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出现之前，这样的岗位并不存在。然而，数
字素养相对较低的体力劳动者，在数字时代也并
非全部没有生存空间，因为数字经济只是改变了
劳动者就业的形式，并非彻底推动了体力劳动的
消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也非常多，如家政服务、
家电维修和零工经济，这些岗位并没有消失，只是
获取工作机会的渠道发生了变化。并且由于多
种新业态的发展，数字经济出现之后提高了信
息匹配的效率，大量的灵活就业反而提高了就
业率，最终推动居民收入的增长，有助于共同富
裕的实现。

实际上，当前理论界对数字经济与居民就业
的一些负面观点也并非没有道理。毕竟作为一个
新生事物，我们对数字经济与居民就业之间关系
的认识还有待深化。而且，由于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的速度惊人，这导致我们的数字治理水平还没
有完全跟上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所以才导致这
一全新的经济发展范式的正向效应没有得到完全
发挥。这并非是数字经济本身的问题，如果做好
相应的政策设计和治理配套，那么这一全新的经
济发展新范式对居民就业的影响可能将是正面
的。在此之前，数字经济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可能
存在异质性。经济直觉告诉我们，数字经济集中
的行业，可能因为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所以数字
经济对其积极效应的发挥可能会更加明显。相比
之下，某些传统行业可能并没有享受到数字经济
发展所带来的红利，继而导致不同个体之间存在
差异。新古典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要素流动的速
度取决于部门之间的技术增长率差异。所以考虑
到当前我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水平尚处
于提升区间，因此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效
应可能存在一些群体差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
就业者都能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增
长福利。

因此，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假说 H1: 数字
经济发展整体有助于推动居民就业，但考虑到不
同部门的技术差异，这种正向效应的发挥目前可
能主要集中在对居民的就业增长上，对居民收入
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的个体异质性。

从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来看，由于数字
经济的底层支撑是互联网宽带、大数据、算法和人
工智能，对劳动者技能具有更高的要求。但作为
一个新生事物，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面临
着治理水平相对滞后的短板，突出表现在劳动者
保护制度的有待完善和数字化程度不同部门的收
入差距有扩大趋势。因此，数字经济对居民就业
积极效应的发挥，需要相应的教育人才配套和健
全并且与时俱进的就业保护制度。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2: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就
业正向效应的发挥，需要相应的教育人才配套和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政策做支撑。

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考虑到不同地区
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以及事实上存在的城乡
“数字鸿沟”，这种影响可能存在一些异质性。东
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和教育水平较高，劳动者的
数字素养较好，数字经济在东部沿海地区对就业
的影响效应，可能要大于中西部地区。据此，本
文提出假说 H3 : 虽然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
居民就业，但从中国的区域分布来看，这种影响
可能存在区域差异，东部的影响效应可能大于
中西部。

二、实证设计
基于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对数字经济影响

居民就业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发现从整体上
来看，数字经济有利于提升居民就业。但由于不
同部门之间的技术差异，可能导致收入增长效应
不及就业增长效应，且数字经济对居民就业正向
效应的发挥，需要健全的政策配套做支撑。本文
将构建计量模型，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检验。

(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就业的影响效

应，本文在参考肖宇［19］和赵涛等［20］模型设定的基
础上，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EMPt，p = α0 + α1 DGt，p + α2 LAt，p + α3 TＲt，p +

α4 IPt，p + α5 PUt，p + εt，p ( 1)

式( 1) 中，t 表示时间; p 表示省( 自治区、直辖
市) ; EMPt，p 表示 p省份的就业率; DGt，p 为本文重
点关注的数字经济发展变量; LAt，p 为劳动力素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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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TＲt，p 为对外贸易情况; IPt，p 为知识产权保护情
况; PUt，p 为社会保障服务水平; εt，p 为误差项。

同时，考虑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广义矩估计模型
进行回归:

EMPt，p = α0 + α1 EMPt－1，p + α2 DGt，p + α3 LAt，p +

α4 TＲt，p + α5 IPt，p + α6 PUt，p + εt，p ( 2)

式( 2) 中，EMPt－1，p 表示滞后一期的就业率数
据，其他变量含义同模型( 1) 。

( 二) 变量选择依据
被解释变量 EMPt，p 表示居民就业指标。在参

考方观富等［21］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样本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用
100 减去失业率得到了就业数据。在具体处理过
程中，由于西藏自治区 2001 年、2003 年、2006—
2008 年的数据缺失，在综合其他变量的数据时间
区间之后，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删除了西藏自治区
的样本。之所以将其纳入模型，和本文理论分析
部分的逻辑一致，理论分析和大量的事实说明，数
字经济发展可能会带来一部分劳动者的失业或者
是工作岗位调整，但同时作为新的经济范式，其可
能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如以数字经济在商业银
行体系为例，大量的算法和高通量互联的智能设
备出现之后，银行物理网点的柜员人数的需求会
大大降低，这可能带来一部分柜员的失业。但同
时，也对后台软件开发、算力维护等岗位的需求也
与日俱增。但在“一升一降”之下，数字经济对社
会的整体影响究竟如何? 这需要开展深入的研
究。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就业的影响，
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解释变量 DGt，p 表示数字经济指标。关于数
字经济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正在开展积极的探索，
有学者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
量［22］，也有研究以数字经济的表现形式平台经济
的规模来替代［23］，还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实际上
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24］。而徐维祥等［25］则是
构建了一个包含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
字创新能力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度复合型测度

指标，在该指标体系中，期将数字基础设施中每万
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量和移动电话用户数量作为
衡量数字基础设施的替代指标。可以看出，不管
采用何种口径，在数字经济内涵和外延的衍化脉
络里，居于核心地位依然是网络通讯基础设施。
实际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广泛接
入和信息技术的关键性突破，使大数据、云计算等
数字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26］。因此，具体处
理过程中，在兼顾了省级面板数据的可得性之后，
本文参考杨明月等［27］的做法，采用了分省级互联
网主要指标发展情况中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 万个) 来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替代指标。目前这
些数据已经公布的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区间为
2006—2020 年。之所以如此处理，主要原因在
于从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来看，接入互联网宽
带的水平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前提，并且
这种方法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目前部分研究采
用多维度指标构建法中存在的选择主观性和估
计误差。

解释变量 LAt，p 表示劳动力素质。在具体处理

过程中，本文参考陆旸［28］的研究，采用的各省级行
政单位的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授予学位数( 万人)
来表示，目前国家统计局能提供的该数据区间为
2005—2020 年。将其纳入模型的主要考量在于，
在我国城镇居民就业的影响因素中，劳动者个人
的受教育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参考指标，一
般来说，良好的教育经历有助于劳动者找到更满
意的工作。所以在研究居民就业问题时，将其纳
入模型具有丰富的理论支撑。

解释变量 TＲt，p 表示对外经济贸易情况。在兼
顾了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可得性之后，本文参
考肖宇等［29］的研究，采用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
总额( 千美元) 来作为替代指标。原因在于，从发
达国家的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实践来
看，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切入全球
价值链分工体系，是一个经济体解决就业和发展
经济的重要举措。所以在研究就业问题时，将该
指标纳入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解释变量 IPt，p 为知识产权保护情况。本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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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杨上广等［30］的研究，采用的是各省级行政区的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 项) 来表示，其包含 3 个细
分项，即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国内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授权量和国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授权
量。之所以将其纳入模型，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
产权保护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保证，而
中国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又是解决居民就业
的重要蓄水池，因此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居民
就业之间的显然存在着某种逻辑联系，将其纳入
模型具有清晰和明确的逻辑链条作支撑。

解释变量 PUt，p 为各省级行政区的社会保障
服务水平。一般来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应该是
社会保障服务水平的重要参考。而且健全的社会
保障是居民就业的重要支撑，若社会保障制度不
健全，则居民就业无法得到足够的保障，因此二者
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从我国社保制度的改革
进程来看，2012 年 8 月开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工作
全面启动，合并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因此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只有 2012 年之后的数
据。故在综合考虑了与研究主题的关系和数据
的可得性之后，本文参考王翠琴等［31］的研究，采
用的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 万元) 来作为替
代指标，主要原因在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
很大一部分来源是在职员工的缴纳。因此，将其
纳入指标，很容易观察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对居民
就业的影响。

( 三)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数据皆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和各省级行政

区的历年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 2006—2020 年，为
平缓数据波动，本文对解释变量都进行了对数化
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涵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EMPt，p 居民就业水平 450 0. 965 8 0. 006 6 0. 949 0. 988

DGt，p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450 6. 690 8 1. 239 8 2. 734 4 9. 065 7

LAt，p 劳动力素质 450 2. 008 1 0. 918 4 －1. 347 1 3. 402 9

TＲt，p 对外经济贸易情况 450 17. 407 6 1. 638 9 12. 715 3 20. 810 9

IPt，p 知识产权保护 450 9. 584 9 1. 619 3 4. 574 7 13. 472 6

PUt，p 社会保障水平 450 15. 355 2 1. 077 5 12. 221 6 17. 442 9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 基准回归
如表 2 所示，从第一列回归结果来看，若只讲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的指标纳入模型，那么其与居
民就业之间的回归系数是 0. 002 6，并且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没提
高一个百分点，那么将会促进居民就业 0. 26 个百
分点。这个回归系数虽然较小，但也可以初步印
证本文的理论分析。从回归系数的第一行结果来
看，不管加入何种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都与居
民就业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在将所有变量纳入模
型后，其回归系数为 0. 001 9，同样具有较高的显著
性。至此，理论假说 1 初步得证。

再看表示劳动力素质的解释变量，如表 1 中第
二行回归结果，在逐渐加入解释变量的过程中，虽
然回归系数较小，但其与居民就业之间的回归系
数都为正，这说明和前文的分析逻辑基本一致，即
提高劳动者素质，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但值得
一提的是，这个回归的显著性并不强，这说明即使
存在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效应并不强。造成这种
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指标选择的问题，劳动力
素质指标，本文选用的是中国本专科授予学位的
人数，即使近年来我国劳动力素质大幅度提升，但
与规模较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劳动者中具有本专
科学位的劳动者数量可能还相对不高所致。但提
出了一个方向性的信号，即提高就业水平，需要加
强劳动者技能培训。

其他 3 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见表 1 中
的第 3 ～ 5 行。从中可以看到，表示对外经济贸易
情况的变量与居民就业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说明
发展对外贸易有利于提升居民就业水平。而表示
知识产权保护的指标与居民就业水平呈负相关关
系，这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是促进居民就业的
主要因素。而表示社会保障水平的指标，与居民
就业水平的影响系数为正。这说明除了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外，对外贸易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都
是促进居民就业的关键因素。

造成知识产权保护与居民就业水平的回归系
数负相关的主要原因，可能跟知识产权保护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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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科技研发和创业行为有关。一方面，无论
是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还是国内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授权量，抑或是国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授权
量，都是一种创新性极高的工作，这并非所有劳动
者都能参与。另一方面，拥有知识产权的个体劳
动者，在获得专利保护之后，可能更多会从事创业
事物。所以在这两项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这项指
标与居民就业水平之间呈现出了负向的关系。当
然，如果放在更长的时间周期，这种创新行为和创
业行为，也有可能会给就业带来正向的影响，但这
种影响可能还存在更长的逻辑链，不在本文的分
析范围。

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来看，在逐渐加入解释
变量的过程中，这些回归系数都为正。以表 2 中的
第 5 列回归结果为例，对外贸易水平每提高一个百
分点，将推动居民就业提高 0. 15 个百分点，而社会
保障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推动就业提高
0. 14 个百分点。至此，理论假说 H2 也初步得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DGt，p
0. 002 6＊＊＊
( 0. 000)

0. 002 2＊＊＊
( 0. 000)

0. 001 9＊＊＊
( 0. 000)

0. 002 8＊＊＊
( 0. 000)

0. 001 9＊＊
( 0. 025)

LAt，p —
0. 001 4
( 0. 227)

0. 000 4
( 0. 714)

0. 000
( 0. 457)

0. 001 0
( 0. 383)

TＲt，p — — 0. 001 4＊＊＊
( 0. 003)

0. 001 4＊＊＊
( 0. 002)

0. 001 5＊＊
( 0. 002)

IPt，p — — — －0. 001 2＊＊
( 0. 029)

－0. 001 5＊＊
( 0. 010)

PUt，p — — — — 0. 001 4＊＊
( 0. 011)

常数项 0. 948 2＊＊＊
( 0. 000)

0. 948 6＊＊＊
( 0. 000)

0. 928 2＊＊＊
( 0. 000)

0. 931 6＊＊＊
( 0. 000)

0. 918 2＊＊＊
( 0. 000)

Ｒ2 0. 426 9 0. 428 9 0. 440 8 0. 447 1 0. 450 5

F值
312. 17
( 0. 000)

156. 99
( 0. 000)

109. 55
( 0. 000)

84. 11
( 0. 000)

68. 05
( 0. 000)

样本量 450 450 450 450 450

注:括号内为 p值;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p ＜ 0. 01、p ＜ 0. 05
上有统计学意义。

(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对上文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接下

来本文用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指数
( 上年 = 100 ) 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之
所以如此设计，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收入也是衡量
居民就业的一个重要维度，由于不同部门的数字
化水平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
的收入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全面评估数字经济对
居民就业的影响，不能忽略这一事实。二是在数
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下，居民自雇就业、非正

规就业、灵活就业等全新的就业形态层出不穷，就
业市场的供需匹配效率大大提升，这无疑为居民
收入提升打开了一个新的渠道，但对整个居民收
入的影响究竟如何，还需要加以系统评估。因此
在研究数字经济对居民就业影响效应的过程中，
将居民收入作为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具有
一定合理性。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数字经济变量对居民就
业的影响效应为负，说明虽然数字经济虽然能够
提升居民的就业率，但对于居民收入增长来说却
并不是积极变量。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
是跟我们的数据选择有关，本文用到的主要是城
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工资，这可能忽略了大量的农
民工等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二是可能和数字经
济业态目前还较为集中，数字经济在居民收入增
长方面的红利还没有惠及到所有劳动参与者有
关。所以，数字经济对居民就业和收入影响的这
种异质性充分说明，以共同富裕为根本遵循，做好
数字经济对居民就业影响的顶层设计和配套政
策，是数字经济对居民就业正向效应全面发挥的
关键前提和根本保障。

此外，我们关注的另外两个关键核心变量劳
动力素质和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也
都为正。至此，理论假说 H1 和假说 H2 基本得证。

表 3 替换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DGt，p
－0. 013 2*

( 0. 082)
－0. 012 9＊＊
( 0. 016)

－0. 011 1＊＊
( 0. 015)

－0. 009 7＊＊
( 0. 023)

－0. 011 3＊＊
( 0. 018)

LAt，p —
0. 000 18
( 0. 704)

0. 000 29＊＊
( 0. 038)

0. 000 31
( 0. 362)

0. 000 33
( 0. 340)

TＲt，p — — －0. 004 9＊＊
( 0. 029)

－0. 004 7＊＊
( 0. 032)

－0. 005 0＊＊
( 0. 028)

IPt，p — — — －0. 003 2*

( 0. 056)
－0. 003 4*

( 0. 053)

PUt，p — — — — 0. 008 1＊＊
( 0. 050)

常数项 2. 082 1＊＊＊
( 0. 000)

2. 080 9＊＊＊
( 0. 000)

2. 116 9＊＊＊
( 0. 000)

2. 146＊＊＊
( 0. 000)

2. 079 2＊＊＊
( 0. 000)

地区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年份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Ｒ2 0. 494 5 0. 495 0 0. 496 3 0. 496 8 0. 497 3
样本量 450 450 450 450 450

注:括号内为 p 值;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p ＜ 0. 01、p ＜
0. 05 和 p ＜ 0. 10 上有统计学意义。

( 三) 内生性问题
1. 工具变量法
为了克服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本文将中国各省级行政区人均拥有的公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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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藏册( 册 /人) 作为工具变量。需要说明的是，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省级行政区该数据的样本区间
为 2011—2020 年，并且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也是完
整的。所以在进行工具变量回归时，我们采用的
是包含了西藏样本的 2011—2020 年数据。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出，和表 2
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在加入工具变量后，数字经
济对居民就业的影响效应都为正。以回归结果的
第( 5) 列为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没提高 1 个百分
点，将推动居民就业率提升 0. 86 个百分点，这充分
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居民就业。

而本文最关心的另外两个核心变量劳动力素
质和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就业的影响系数分别
是 0. 000 04 和 0. 006 2，这也再次印证了前文的分
析，即数字经济对居民就业影响正向效应的发挥，
需要相应的政策配套做支撑。至此，理论假说 H1
和假说 H2 亦再次得证。

表 4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DGt，p
0. 007＊＊
( 0. 028)

0. 007 4＊＊
( 0. 022)

0. 008 9＊＊＊
( 0. 006)

0. 010 7＊＊＊
( 0. 002)

0. 008 6＊＊
( 0. 018)

LAt，p —
0. 000 2
( 0. 178)

0. 000 02
( 0. 920)

0. 000 01
( 0. 944)

0. 000 04
( 0. 993)

TＲt，p — — 0. 004 6＊＊＊
( 0. 007)

0. 004 2＊＊＊
( 0. 014)

0. 004 8＊＊＊
( 0. 006)

IPt，p — — —
－0. 003 3
( 0. 106)

－0. 004 3＊＊
( 0. 042)

PUt，p — — — — 0. 006 2*

( 0. 068)

常数项 0. 943 5＊＊＊
( 0. 000)

0. 939 9＊＊＊
( 0. 000)

0. 895 2＊＊＊
( 0. 000)

0. 909 6＊＊＊
( 0. 000)

0. 875 7＊＊＊
( 0. 000)

地区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年份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Ｒ2 0. 808 6 0. 809 8 0. 814 9 0. 816 7 0. 819 0
样本量 310 310 310 310 310

注:括号内为 p 值;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p ＜ 0. 01、p ＜
0. 05 和 p ＜ 0. 10 上有统计学意义。

2. 系统 GMM回归
延续前文的分析思路，为了避免模型设计可

能存在的内生性等问题，本文接下来采用系统
GMM的方式继续进行回归分析。目前学术界一个
普遍的做法是，认为广义矩估计能够避免普通最
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和极大似然估计法的固有
缺陷。由于广义矩估计允许存在系列相关和异方
差，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参数估计值。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在第一行回归系数中，
滞后一期的居民就业水平与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

数都显著为正，并且系数较大，这说明上一期的居
民就业会对当期的居民就业产生影响，这完全符
合经济直觉，一方面居民就业具有较强的连续性，

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劳动者保护制度的日益健
全，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者与就业
单位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经济联系。表示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在解释变量纳入模型的过
程中，其回归系数一直为正，并且具有较高的显著
性。在将所有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后，数字经济对
居民就业的回归系数为 0. 008 5，这说明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将推动居民就业提高
0. 85 个百分点。至此，本文的理论假说 H1 完全
得证。

再看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以表 4 回归结果的
最后一列为例，在将所有变量纳入模型之后。劳
动力素质对居民就业的影响系数为 0. 009 5 并且
显著，而对外经济贸易的回归系数为 0. 011 1，知识
产权保护的回归系数为 － 0. 005 8，社会保障水平
的回归系数为 0. 009 7。这说明，除了知识产权保
护外，无论是劳动力素质，还是发展对外贸易，以
及推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推动居民就业的
关键因素。

至此，本文的理论假说 H1、假说 H2 得证。
表 5 系统 GMM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EMPt－1，p
0. 900 7＊＊＊
( 0. 000)

0. 908 9＊＊＊
( 0. 000)

0. 903 4＊＊＊
( 0. 000)

0. 903 6＊＊＊
( 0. 000)

0. 903 8
( 0. 000)

0. 904 3＊＊＊
( 0. 000)

DGt，p — 0. 004 2＊＊
( 0. 030)

0. 005 9＊＊
( 0. 033)

0. 009 1＊＊
( 0. 028)

0. 009 0*
( 0. 087)

0. 008 5＊＊
( 0. 037)

LAt，p — — 0. 006 3＊＊＊
( 0. 001)

0. 007 2＊＊
( 0. 020)

0. 007 9＊＊
( 0. 047)

0. 009 5*
( 0. 070)

TＲt，p — — — 0. 007 4*
( 0. 101)

0. 010 7＊＊
( 0. 008)

0. 011 1*
( 0. 081)

IPt，p — — — — － 0. 005 3*
( 0. 092)

－ 0. 005 8*
( 0. 010)

PUt，p — — — — — 0. 009 7＊＊
( 0. 002)

AＲ( 1) － 3. 681 1
( 0. 000)

－ 3. 612 0
( 0. 000)

－ 3. 982 2
( 0. 000)

－ 3. 680 0
( 0. 000)

－ 3. 885 6
( 0. 000)

－ 3. 957 5
( 0. 000)

AＲ( 2) 0. 781 0
( 0. 751)

0. 701 1
( 0. 760)

0. 777 9
( 0. 755)

0. 812 2
( 0. 482)

0. 790 7
( 0. 544)

0. 799 1
( 0. 717)

Sargan test 0. 999 0. 999 0. 999 0. 998 0. 999 1. 000
样本量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注:括号内为 p 值;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p ＜ 0. 01、p ＜
0. 05 和 p ＜ 0. 10 上有统计学意义。

( 四)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为

科学反映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
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依据，国家
统计局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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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北四大地区①。
在本文的分析中，为了识别数字经济发展对

中国四大经济区的不同影响，本文进行了分区域
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从表 6 可以看出，无论是
在东部还是在中西部，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
变量，其与居民就业之间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
充分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是推动居民就业的重要力
量。而表示社会保障水平的指标，在不同区域之间
的回归系数虽然大小和显著性有别，但其对居民就
业的影响效应也都显著为正。这充分说明提高社会
保障水平，有利于解决居民就业。这一发现，也再次
呼应了前往文的理论假说 H1 和假说 H2，与表 2 的
回归结果一致，对外贸易水平是推动居民就业的关
键力量，而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的不同区域，虽然显
著性有所差异但都不是促进居民就业的关键因素。

① 国家统计局: 《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 http: / /www. stats. gov. cn /ztjc / zthd /sjtjr /dejtjkfr / tjkp /201106 / t20110613_71947. htm.

值得强调的是，就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无
论是单独看其与居民就业的关系，还是在将所有
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东部和中部的回归系数，要明
显高于西部和东部地区。就系数大小而言，东部
大于中部，中部又大于西部和东北。在所有区域
的对比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就业影响效应最
大的是我国的东部地区，而东北地区影响效应最
弱。至此，本文的理论假说 H3 基本得证。

值得强调的是，和表 2 的回归结果有些细微不
同的是，劳动力素质指标在东部地区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在东北地区为正但不显著，在中部和西
部出现了系数为负并且显著的情况。当然，解释
这种现象的一个口径，可能是我国东部和西部存
在较为普遍的人才流失现象，大量年轻的高素质
的劳动者往往会到东部沿海地区工作求职，以追
求更高的收入。这也说明，要想让数字经济发展
推动居民就业，需要有相应的教育和人才等社会
配套措施。至此，本文的理论假说 H3 再次得证。

此外，区域影响的差异还体现在对外经济贸
易指标、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保障水平上，从分区
域回归结果来看，对外贸易有效促进了东部和中
部的就业，而对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就业虽然也存
在正向效应，但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知识产权保
护和表 2 的回归结果相似，不管在我国的那个区
域，都不是推动居民就业的积极因素。社会保障
水平，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都有效地促进了居民
就业，回归系数也具有较高的显著性。在东北地
区，虽然社会保障水平也能促进居民就业，但回归
系数并不显著，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由于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大量的国企职工
和一定的社保基金缺口等问题所致。相同变量在
不同区域的回归呈现出的异质性，也再次说明本
文回归设计的科学性。这提示我们，出台推动居
民的就业政策，只有考虑不同区域的差异才能达
到想要的效果。

表 6 中国四大经济区回归结果对比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DGt，p
0. 004 5＊＊＊

( 0. 000)
0. 003 7＊＊

( 0. 024)
0. 003 3＊＊＊

( 0. 000)
0. 003 0＊＊

( 0. 073)
0. 003 1＊＊＊

( 0. 000)
0. 002 4＊＊

( 0. 070)
0. 002 2＊＊＊

( 0. 000)
0. 000 5*

( 0. 089)

LAt，p — 0. 004 1＊＊＊

( 0. 010)
— － 0. 012 2＊＊＊

( 0. 003)
— － 0. 001 4＊＊

( 0. 043)
—

0. 011 7
( 0. 289)

TＲt，p — 0. 006 1＊＊＊

( 0. 000)
— 0. 003 5＊＊

( 0. 025)
—

0. 000 1
( 0. 805)

—
0. 001 3
( 0. 573)

IPt，p — － 0. 002 1＊＊＊

( 0. 010)
— － 0. 002 6*

( 0. 065)
—

－ 0. 000 9
( 0. 346)

—
－ 0. 004 3
( 0. 157)

PUt，p — 0. 001 8＊＊＊

( 0. 000)
— 0. 004 1*

( 0. 066)
— 0. 002 5*

( 0. 100)
—

0. 001 8
( 0. 710)

常数项
0. 9565＊＊＊

( 0. 000)
0. 847 7＊＊＊

( 0. 000)
0. 944 7＊＊＊

( 0. 000)
0. 865 8＊＊＊

( 0. 000)
0. 945 7＊＊＊

( 0. 000)
0. 924 7＊＊＊

( 0. 000)
0. 946 1＊＊＊

( 0. 000)
0. 920 2＊＊＊

( 0. 000)
Ｒ2 0. 247 0 0. 481 6 0. 432 4 0. 540 7 0. 575 7 0. 585 8 0. 300 5 0. 373 3

F值
45. 60
( 0. 000)

25. 09
( 0. 000)

63. 23
( 0. 000)

18. 60
( 0. 000)

207. 63
( 0. 000)

42. 15
( 0. 000)

17. 62
( 0. 000)

24. 41
( 0. 003)

样本量 150 150 90 90 165 165 45 45
注:括号内为 p值;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p ＜ 0. 01、p ＜ 0. 05 和 p ＜ 0. 10 上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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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制检验
采用 2006—2020 年全国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

据，就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就业效应的影响进行
了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居民的
就业，但是这种积极效应的发挥，需要相应的政策
配套做支撑。本节将进行机制检验，探究数字发
展对居民就业的影响机制，根据前文假说，本文参
考张昊等［32］的研究，在式( 1) 基础上，重点构建政
策支持变量，即构建社会保障水平的中介效应模
型，以此来判断以社会保障水平为代表的配套政
策支持，是否为数字经济与居民就业之间的中介
效应。

具体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EMPt，p = β0 + β1 DGt，p + β2 Zt，p + μt + ηp + εt，p

( 3)
PUt，p = γ0 + γ1 DGt，p + γ2 Zt，p + μt + ηp + εt，p

( 4)
EMPt，p = δ0 + δ1 DGt，p + δ2 PUt，p + δ3 Zt，p + μt +

ηp + εt，p ( 5)

式中，主要变量的含义同式( 1 ) 。Z 分别表示
劳动力素质指标、对外贸易情况、知识产权保护情
况等控制变量; μ 和 η 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和
地区固定效应，表示不随时间和地区变化的未观
测因素; ε为随机扰动项。

中介效应的计算公式为:

med =
γ1 × δ2
β1

( 6)

回归结果表 7 所示，式( 3) 为本次中介效应检
验的基准模型，式( 4 ) 和式( 5 ) 用于检验政策的相
关政策配套是否为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就业正向效
应发挥的中介效应。式( 3) 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
经济对居民就业的影响系数为 0. 010 0，并且具有
较高的显著性。这再次验证了上文的理论假说
H1，说明数字经济有利于居民就业。而式( 4) 的回
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政府政策配
套的提升，这也符合我们的经济直觉，随着我国数
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政府及时的调整了相关
政策以匹配这一经济范式的时代变化。回归系数
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 1 个百分点，将推

动政府的政策保障体系提高 22 个百分点。而作为
衡量中介效率的式( 5)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和
政策配套都是推动居民就业的积极变量，在将所有
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后，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 007 2和
0. 008 5，并且都具有较高的显著性。

根据式( 6) 的计算，其中介效应值为 0. 181 652，
即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 18. 17%。至此，
理论假说 H2 也完全得证，这说明，数字经济对居
民就业正向效应的发挥，需要相关的政策配套予
以跟进。

表 7 机制检验分析
变量 公式( 3) 公式( 4) 公式( 5)

DGt，p
0. 010 0＊＊＊
( 0. 000)

0. 008 9＊＊
( 0. 000)

0. 220 4＊＊＊
( 0. 000)

0. 190 2＊＊＊
( 0. 000)

0. 007 9＊＊＊
( 0. 000)

0. 007 2＊＊
( 0. 001)

PUt，p — — — — 0. 009 5＊＊＊
( 0. 002)

0. 008 5＊＊＊
( 0. 005)

LAt，p — －0. 000 2＊＊
( 0. 017)

— － 0. 001 9
( 0. 173) — －0. 000 2＊＊

( 0. 026)
TＲt，p — 0. 004 0＊＊＊

( 0. 000)
— 0. 045 0＊＊

( 0. 022)
— 0. 003 6＊＊＊

( 0. 003)
IPt，p — － 0. 001 0

( 0. 484) — 0. 028 3
( 0. 222) — － 0. 001 2

( 0. 381)

常数 C 0. 933 0＊＊＊
( 0. 000)

0. 907 6＊＊＊
( 0. 000)

6. 033 2＊＊＊
( 0. 000)

6. 917 2＊＊＊
( 0. 000)

0. 875 5＊＊＊
( 0. 000)

0. 859 7＊＊＊
( 0. 000)

地区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年份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Ｒ2 0. 826 7 0. 832 2 0. 991 0 0. 991 2 0. 830 8 0. 835 4
样本量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注:括号内为 p值，＊＊＊、＊＊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 上有统计
学意义。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结论
首先，虽然存在结构性的区别，但数字经济发

展整体来看有利于居民就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越高，越有利于居民就业水平的提升。但这种对
就业的正向影响。一是主要体现在就业率方面，

对居民的收入效应存在较大的行业和个体异质
性;二是这种正向效应的发挥，还需要进行相应的
人力资源教育配套和与数字时代内在特征相吻合
的社会保障制度做支撑。本文的研究还发现，由
于事实存在的区域要素差异，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就
业在中国的不同区域存在影响系数大小的异质性，

其中数字经济对居民就业正向效应在东部的影响系
数，要明显大于我国的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其次，通过梳理具体的作用机制，本文发现数
字经济对就业的负向影响主要在低技能劳动者群
体，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居民就业的内在逻辑是通
过创造新的工作岗位，降低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程度等渠道来实现的。消灭传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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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和创造全新的就业岗位同时并存，是数字经
济时代就业市场的典型特征。但由于技术进步不
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性，在两种效应并存之下，这种
就业的创造效应会大大抵消新技术出现对传统就
业结构的冲击，从而在长期推动居民就业走向新
的更高水平的均衡。

最后，进一步地研究发现，虽然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有利于居民就业，但这种正向效应的发挥，需
要加强对劳动者技能的培养，采取措施健全劳动
者保护，弥补城乡和东中西部的“数字鸿沟”，加强
政策设计以应对数字时代的治理挑战，从而真正
发挥好技术进步对居民就业的关键促进作用。

( 二) 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数字底层技术的研发，强化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通过数字软硬件建设，补齐发展短板和弥补数字
鸿沟，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基础。

第二，积极培养数字新业态，推动数字技术与
三次产业和实体经济有效融合，推动制造业企业
数字化转型、上云用数等发展水平，加快推动数字
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建设，全面推进农业数字化，

通过鼓励新业态发展，建立柔性边界和刚性底线，

构建数字化程度较高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第三，加强数字治理，推动建设开放、公平和
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构建健康发展的网络空
间，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机制，健全灵活就业人
员社保制度，保障劳动者待遇和就业权益等配套
政策做保障，更加注重环节结构性的就业矛盾，健
全就业需求调查和失业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劳动
者数字技能培育，推动建立对数字鸿沟更为友好
的数字经济多元化模式，健全数字时代的就业公
共服务体系，支持和规范新业态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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